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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与沙特关系演进中的伊斯兰朝觐
*

钮 松

摘 要: 伊斯兰朝觐不仅是全球穆斯林的宗教功课，也对圣地所在

国沙特与穆斯林所在国的双边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伊斯兰朝觐在中

国与沙特关系发展的重要节点上均发挥了纽带作用。自 1955 年以来，

伊斯兰朝觐在四个历史阶段先后发挥了“生命线”“打头炮”“润滑剂”

和“新边疆”的作用。总体来看，中沙双方的交往从最初的纯宗教领域

到宗教与非政治领域并举，直至迈向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与文化等多

个领域。随着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伊斯兰朝觐逐渐在两国关系中回

归宗教本质。两国只有在朝觐管理上相互配合并加强合作，才能促进

全球朝觐治理的优化和中沙发展战略对接。

关 键 词: 伊斯兰朝觐; 中沙关系; 万隆会议; 邓小平访美; 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

作者简介: 钮松，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上海高校

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海 200083) 。

文章编号: 1673－5161( 2020) 04－0055－21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55·

* 本文受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六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伊斯

兰朝觐政治研究”( 161086) 和 201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参与中东热

点问题中的大国协调研究”( 16JJDGJW012) 的资助。



沙特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0 年第 4 期


宗教在深度与广度上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参与引发了政界、教界与学界的广

泛关注，伊斯兰教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球性宗教更是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伊斯兰教对国际关系的参与，既有与其他宗教的共性，也有因其教义

和宗教功课而具备的个性。具体而言，伊斯兰教“五功”中的“朝”( 即正朝觐) 作

为基本宗教经典明文规定的宗教义务，具有异于其他宗教之朝圣活动的鲜明独

特性，并以此为基础与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进行融合，产生了独特的全球朝觐外

交。① 202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建交 30 周年，但新中国与沙

特之间的正式交往早在建交之前便已开启，而伊斯兰朝觐则在其中扮演了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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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朝觐外交”，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第一，回忆经历的相关文

章。费蓝:《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和阿拉法特的相见》，载《中国穆斯林》1983 年第 1 期; 郭松江: 《齐

亚·哈克总统看望我国朝觐者》，载《中国穆斯林》1986 年第 4 期; 金慧明: 《略说朝觐中的保健医

疗》，载《中国穆斯林》1988 年第 2 期; 马善义: 《回忆六十年代我参加的三次朝觐———纪念中国伊

协成立 60 周年》，载《中国穆斯林》2013 年第 5 期。第二，对抗战期间的中国朝觐外交研究。方素

梅:《抗战时期回族的国民外交与国民政府的策略———以“中国回教朝觐团”为中心的考察》，载

《青海民族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三，对朝觐与侨务外交的研究。王庆丰:《麦加朝觐与维吾尔

族华侨的形成》，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第四，对新中国朝觐活动及朝觐外交的

研究。马云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穆斯林朝觐纪实》，载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编: 《中国回族学》
( 总第 3 卷)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谢景懿:《从中国穆斯林朝觐活动看改革开放三十

年光辉历程》，载《中国穆斯林》2009 年第 1 期; 张建芳、敏俊卿:《中国穆斯林朝觐活动研究述评》，

载《世界宗教研究》2016 年第 4 期; 从恩霖:《中国穆斯林朝觐是一项重要的民间外交活动》，载《中

国穆斯林》2016 年第 6 期。第五，对抗战以及新中国成立迄今以来中国朝觐外交的研究。马晓霖:

《中国穆斯林朝觐者们鲜为人知的历史》，载《环球》2006 年第 1 期。第六，对中国朝觐外交宗教实

践者的研究。张广林、马丹:《投身抗战的斗士 朝觐圆梦的使者———纪念达浦生大阿訇归真 50 周

年》，载《中国民族报》2015 年 8 月 18 日。第七，对沙特朝觐经济外交的研究。李伟建:《朝觐中的

经济》，载《阿拉伯世界》1987 年第 1 期。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较为多元，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

一，朝觐与国际政治、国际法关系研究。Ｒobert Bianchi，Guests of God: Pilgrimage and Politics in
the Islamic Worl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Ｒobert Bianchi，Islamic Globalization:
Pilgrimage， Capitalism， Democracy， and Diplomacy，Hackensack: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2013。第二，陆海空朝觐之路的拓展与国际关系。Jacob Landau，The Hejaz Ｒailway and
the Muslim Pilgrimage: A Case of Ottoman Political Propaganda，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1; Murat zyüksel， The Hejaz Ｒailway and the Ottoman Empire: Modernity，
Industrialisation and Ottoman Decline，London: I． B． Tauris，2014; Eric Tagliacozzo and Shawkat
Toorawa，eds．，The Hajj : Pilgrimage in the Isla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第三，

朝觐作为大国宗教外交的途径。Eileen Kane，Ｒussian Hajj: Empire and the Pilgrimage to Mecc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5; John Slight，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Hajj:
1865－ 1956，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 Benjamin Brower，“The Colonial Hajj:
France and Algeria，1830－1962，”in Venetia Porter and Liana Saif，eds．，The Hajj: Collected Essay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2013; Kristian Petersen，Interpreting Islam in China: Pilgrimage，
Scripture， and Language in the Han Kitab，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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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90 年中沙正式建交，中沙关系的发展

虽然波澜起伏，但最终得以突破重重阻碍，建立了正常的双边关系。在中沙从敌

视到和解、陌生到熟悉的历史进程中，伊斯兰朝觐在不同的特殊历史节点均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

总体来看，中沙关系的“破冰”和迈向正常化经历了以下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的起点是 1955 年的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利用会议平台清晰地传

递了中国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声音，并展开与包括沙特费萨尔亲王

在内的未建交国高层人士的直接对话，就具体宗教议题展开积极有效的磋商。

正是得益于周恩来总理与费萨尔亲王之间的坦诚交流以及埃及政教界的积极推

进，中国大陆得以派出第一个朝觐团赴沙完成朝觐功课，并受到极大的礼遇。第

一阶段至文革爆发之前中国中断派出朝觐团为止。因为冷战背景、美沙同盟关

系，以及台湾当局与沙特之间的密切关系，中沙关系第一阶段的交往主要集中在

朝觐领域。正是朝觐在这一阶段的中沙关系中扮演了独一无二的“生命线”

作用。

第二阶段的起点是 1979 年初邓小平访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

利用访美之机，与美国卡特总统进行了涉及两国关系和全球形势的全方位交流，

邓小平与卡特的对话议题包括宗教领域，特别是中国与沙特、以色列的关系。邓

小平对中沙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充满期待，并暗示期望恢复派出朝觐团。正是

1979 年中美建交、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为中沙在朝觐领域恢复交往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逐步将两国关系拓展至经贸与军事合作等领域创造了可能。朝觐

在这一阶段的中沙关系中发挥了“打头炮”的关键作用，但朝觐不再扮演具有唯

一影响力的角色。

第三阶段的起点是 1990 年中沙正式建交。特别是 2008 年中沙战略性友好

关系建立后，中国穆斯林朝觐规模的日益扩大，中沙之间在朝觐问题上逐步形成

共识，尤其在打击“非法朝觐”上开展积极合作。朝觐这一对于沙特具有举足轻

重特殊意义的宗教活动，在建交后为中沙关系发挥了“润滑剂”的特殊作用。

第四阶段的起点是 2016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进建立中沙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朝觐管理的中国方案自此日益得到沙特方面的重视，双方将朝觐事务置于

发展战略对接框架之下来考量。总体来看，尽管朝觐在中沙关系的具体合作领

域中所占的比重大幅降低，但其所具有的特殊宗教政治意义使其在中沙关系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朝觐在中沙关系的历史演进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朝觐在

中沙建交之后的两国关系中越来越回归宗教的本质，甚至成为推进中沙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和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 年愿景》对接的重要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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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开启当代中国穆斯林朝觐

及中沙初步接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逐步进入冷战阶段。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打破了美苏对东亚地区的势力范围划分，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

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方针，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原则。
1950 年，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外交上倒向社会主义国

家，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20 世纪 50 年代初，没有任何阿

拉伯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沙特因“共产主义”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尤其是

在中苏结盟的情况下，沙特认为“这个新的共产主义政权代表了一个无神论和压

迫性的政府，它通过武力非法占据中国大陆”①。沙特以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意

识形态与伊斯兰对真主的信仰不同为由，认为中国是“伊斯兰的敌人”，拒绝承认

中国，并从 1950 年开始在联合国大会中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投票中持续弃权。②

中国大陆穆斯林的朝觐活动也受到当时中沙两国的敌视与隔绝而就此搁置。与

此同时，沙特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不断发展，在台湾开设“使馆”、派驻外交

使节，并于 1957 年 5 月与台湾当局将“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继续承认台湾

当局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日就致力于保护境内各民族的权利，鼓励

并帮助穆斯林行使自己的宗教权利，履行其宗教义务。早在 1952 年，中国各族知

名穆斯林人士发起倡议，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委员会，以促进中国伊斯

兰事业发展。朝觐是所有穆斯林的五项基本功课之一和符合教义条件的穆斯林

的宗教义务。1952 年 8 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委员会组织了由 16 人组成的

穆斯林朝觐团试图前往麦加进行朝觐，他们经香港、印度到达巴基斯坦。沙特认

为中国朝觐团的目的是利用朝觐来传播共产主义，其政治目的超出了朝觐本身，

因此拒绝向代表团成员发放朝觐签证。这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关注，并积极寻

求把开展朝觐作为实现中国与沙特交往的突破口，认为这既能保障中国穆斯林

的朝觐功课得以完成，又能从朝觐领域着手，改善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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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Yitzhak Shichor，East Wind over Arabia: Origin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Sino-Saudi Missile
Deal，Berkeley : Ｒ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9，p． 1．

［沙特］阿卜杜拉·艾什阿里:《海湾合作委员会政治与法律纲要》( 阿拉伯文) ，利雅得出

版社 1983 年版，第 194 页。



当代中国与沙特关系演进中的伊斯兰朝觐


象。中国于 1953 年 5 月正式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处理国内穆斯林事务，协

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由于中沙之间一直缺乏有效的接触渠道，中国

大陆所派出的朝觐团几次都因无法获得沙特驻外使馆签发的朝觐签证而折返，

直到 1955 年万隆会议的召开，以朝觐为核心的中沙关系才出现转圜。
1955 年，缅甸、锡兰( 今斯里兰卡) 、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筹划在

印尼的万隆召开亚非会议，这是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会议。中国将

亚非会议看作是改善与亚非国家的重要平台，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中

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事务是中国在亚非会议期间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 1955 年中国外交部关于为万隆会议做准备的报告里，列举了“中国与亚

非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单”。其中在“近东与非洲”国家里，中国与埃及、叙利

亚等阿拉伯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往来”，与

沙特的目标任务则是“与沙特协商朝觐事务”，以及“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宗教活

动”。① 虽然中沙意识形态不同，但中国对沙特的态度仍然是温和且尊重对方的，

在中国外交部一份题为《亚非会议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建议》的报告中，在

“中国与与会国的国家关系”部分将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阿富汗等四国列为

第一类“和平与中立”的国家，将沙特和埃及、苏丹、尼泊尔、叙利亚、黎巴嫩、也

门、约旦、黄金海岸、柬埔寨、老挝、锡兰和巴基斯坦等国一起列为第二类接近于

“和平与中立”的国家，将日本、南越、利比亚、利比里亚、伊朗和阿比西尼亚等国

列为第三类接近于“反对和平与反对中立”的国家，将泰国、菲律宾和土耳其等三

国列为第四类“反对和平与反对中立”的国家。报告指出，“在扩大和平统一战线

的总路线下，在这次会议上，看起来我们应该团结第一类国家，赢得第二类国家

的支持，影响第三类国家，孤立第四类国家”②。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对沙特的定

位是“接近和平与中立”的，而并非像沙特一样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报告还指

出:“会议之外，我们应该从每一类国家里选择部分关键国家作为我们的工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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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eport from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List of Problem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Asian-African Countries’，”1955，PＲC FMA 207－ 00073 － 01，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http: / /digitalarchive． wilsoncenter． org /document /114718，登录 时 间: 2019 年 9 月

1 日。
“Ｒeport by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Some Existing Issues in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1955，PＲC FMA 207－00004－06，pp． 59－62，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http: / /digitalarchive． wilsoncenter． org /document /113179，登录时间: 2019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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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并明确地解决其中的问题。除了“科伦坡国家”①外，埃及和日本是其他的关

键国家。”②报告在描述“埃及和其他国家”时强调，“试着建立外交或其他联系，

解决与沙特的朝觐事务”③。档案文献多次提到中国要解决国内穆斯林的朝觐事

务，可见朝觐对中国而言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朝觐问题得到良好的解决，有利

于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

除将朝觐事务纳入协商进程外，中国代表团还在宣传上做了准备，印发了相

关书籍，为向相关国家介绍中国的穆斯林生活做了充分准备。1955 年 1 月 17 日

的工作文件《宣传工作: 起草汇编、翻译及出版物》中提到，分发《中国的穆斯

林》④一书旨在为与会国介绍本国的穆斯林生活状态。在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

赠送给沙特阿拉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阿译本和《中国穆斯林生活》《中国的

穆斯林》以及两册《古兰经》。⑤ 中国由此使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了解中国

的宗教政策与中国穆斯林的生活。

此外，中国也精心规划中国代表团的与会人员。为解决朝觐事务，并更好地

同与会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交流，1955 年 1 月 16 日，外交部在一份《为参加亚

非会议的预备工作文件》中建议，在组织架构部分的与会成员里添加“一位伊斯

兰领袖”⑥。3 月 25 日，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在写给外交部的信函中提到:“经

过调查，我们认为参加万隆会议的代表里最好包括一位穆斯林成员。这是因为

与会国有许多穆斯林国家。此外，印度尼西亚自身也是一个有许多穆斯林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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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指“科伦坡计划”( Colombo Plan) 成员国。该计划于 20 世纪 50 年代由英联邦国家发起，

旨在通过资金与技术等方面的援助，促进南亚与东南亚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是英国维护其在该

地区利益和冷战政策的产物。
“Ｒeport by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Some Existing Issues in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
Ibid．
“Plan ( Draft ) for Compilation，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in Cooperation for the

Propaganda in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January 17，1955，PＲC FMA 207－00020－01，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https: / /digitalarchive． wilsoncenter． org /document /
114632，登录时间: 2019 年 9 月 1 日。

刘慧:《刘麟瑞传: 一位北大教授的人生写实》，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60 页。
“Ｒeport from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Draft of the Tentative Working Plan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January 16，1955，PＲC FMA 207 － 00004 － 03，

pp． 22－25，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http: / /digitalarchive． wilsoncenter．
org /document /113189，登录时间: 2019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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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派的国家。请考虑这是否合适。”①3 月 31 日，在《参与亚非会议代表团的组

建方案代表名单》这份文件中提到“伊斯兰教代表: 一人并携一名工作人员”②。
4 月 1 日，中方正式确定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其中顾问团成员一

行里有达浦生阿訇的名字。中方带领穆斯林代表与会的决定得到了苏联方面的

高度赞赏。4 月 12 日，时任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朱可夫与时任中国驻印度尼

西亚大使黄镇会面，双方谈到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问题。在与会代表问

题上，朱可夫回忆道:“与会代表中有伊斯兰协会的副会长，我记不清他的名字，

( 与会代表) 一共 24 人。……我注意到，在与会代表里，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穆斯

林，我认为这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③由此可见，中国对本国穆斯林的关注和对与

会国家的尊重得到了友国领导人的肯定。

同年 4 月 18 日，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

达浦生大阿訇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宗教事务顾问，《世界知识》社记者、后任北大教

授的刘麟瑞先生作为阿拉伯语翻译陪同出席会议。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

理“分别出席过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团长和利比亚代表团举办的聚会，在酒会上与

各国代表进行广泛接触。④ 除了阿拉伯世界广泛关注的巴勒斯坦问题外，中国代

表团努力解决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事务问题。周恩来总理曾设宴招待各国来宾，

也借机推出达浦生大阿訇。达浦生大阿訇见到沙特代表阿里·雷达时主动向他

提出中国穆斯林朝觐问题，希望得到沙特政府的签证。阿里·雷达先不表态，借

机询问了一些问题，如“中国有多少穆斯林?”“他们居住的地区?”“有多少人去

朝觐?”“他们由海路去还是坐飞机去?”达浦生大阿訇一一作了回答。然后阿

里·雷达说:“好吧，我把你们的愿望转达给我的政府。”达浦生说:“中国很多穆

斯林都向我要求，以实现他们的朝觐愿望，所以请你多帮助。”阿里·雷达说:“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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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Cable from Huang Zhen，‘It Would Be Best If the Delegation Attending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Has a Muslim Member’，”March 23，1955，PＲC FMA 207－00064－13，p． 23，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http: / /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 /document /113278，

登录时间: 2019 年 9 月 1 日。
“Draft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Delegat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March 31，1955，PＲC FMA 207－ 00004－ 11，pp． 78－ 79，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http: / /digitalarchive． wilsoncenter． org /document /121306，登录时间: 2019
年 9 月 1 日。

“Journal Entry of Ambassador Zhukov : Visit of Huang Zhen，”April 12，1955，fond 091，

opis 11，portfel 4，papka 8，listy 121 － 123，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Archive of Foreign Policy of the Ｒussian Federation ( AVPＲF)，https: / /digitalarchive． wilsoncenter．
org /document /110278，登录时间: 2019 年 9 月 1 日。

刘慧:《刘麟瑞传: 一位北大教授的人生写实》，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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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主使你们实现愿望。”①同时，在与会期间，周恩来总理向时任沙特首相兼

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转达了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圣地朝觐的愿望。据达浦生

大阿訇回国后的工作报告记载，万隆会议期间会外活动的重点是“与埃及、沙

特阿拉伯、叙利亚三国代表团部分人员及耶路撒冷大主教艾敏·侯赛尼进行

了接触”②。

此外，中国也就朝觐事务向埃及请求帮助。刘麟瑞先生曾以阿拉伯语翻译

身份参加万隆会议，在刘教授女儿的回忆录中记载道:“通过父亲的翻译，达浦生

大阿訇向巴库里③先生提出能否帮助联系，以解决此事，巴库里先生爽快地答应

帮忙。于是，在他的斡旋下，周总理、纳赛尔总统和沙特国王费萨尔④共同商讨中

国穆斯林赴麦加朝觐问题。费萨尔国王表示欢迎，并当即决定，邀请中国穆斯林

朝觐团于当年( 指 1955 年) 7 月赴麦加朝觐。”⑤

达浦生大阿訇对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状况和中国穆斯林生活状态的回答以及

周总理的意见转达，使沙特对中国的态度不再像往常一样刻板，并在会后决定向

中国发放朝觐签证。亚非会议结束后，即 1955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16 日，达浦生

率领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共 19 人赴沙特朝觐并访问埃及。该团首先到达吉达，并

向沙特国王与首相发函致敬。

中方发给沙特国王的电文如下。

沙特阿拉伯国王陛下:

感谢真主的囊助，中国朝觐团已于今晨到达吉达，在此，我谨代表朝觐

团全体人员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待来日到达麦加时再行晋谒陛下。

中国朝觐团团长

努尔·穆罕默德·达浦生

中方发给沙特首相的电文如下。

首相殿下:

感谢真主的庇佑，中国朝觐团于今晨平安抵达吉达，蒙贵国政府和殿

下，在旅途上各方面的协助，得以完成朝觐签证任务，我谨代表全团人员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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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云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穆斯林朝觐纪实》，载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编: 《中国回族

学》( 第 3 卷)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 页。
刘慧:《刘麟瑞传: 一位北大教授的人生写实》，第 160 页。
即艾哈迈德·巴库里( Ahmed Hassan El Bakoory) ，时任埃及宗教基金部部长。
费萨尔亲王出席万隆会议时为沙特首相兼外交大臣，1964 年 11 月继任国王。
刘慧:《刘麟瑞传: 一位北大教授的人生写实》，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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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崇高的敬意，容来麦加后再行拜谒殿下。
中国朝觐团团长

努尔·穆罕默德·达浦生

电函发出后，沙特王宫大臣和首相很快进行了回复。
沙特王宫大臣的回复如下。

努尔·穆罕默德·达浦生先生:

我王命令我转达给您和您的弟兄们———中国哈吉，陛下感谢你们对他

的好感并祝你们完成喜庆的朝觐。
王宫大臣

沙特首相的复电如下。

努尔·穆罕默德·达浦生先生:

感谢您和您的同伴到达吉达之际所做的表示。你们平安到达，感谢

真主。
费萨尔①

次日，朝觐团应邀前往麦加参加沙特国王的晚宴，并受到国王的专门接见。
参加过首次朝觐的穆斯林、同时也是《中国穆斯林》杂志主编的龚清志在《麦加记

游》中写道:“沙特阿拉伯王国的首相便在行宫接见了朝觐团全体团员……首相

是国王的弟弟，曾代表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参加了去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

议……他对朝觐团赠送给他的礼品很感兴趣，还问起送给他的茶叶……就在这

天晚上，我们全团人员被邀参加国王在王宫举行的盛大的宴会。第二天，国王又

在王宫里亲自接见了中国朝觐团全团人员。此外，国王和首相都赠送礼物给朝

觐团……八月六日是我们由麦加抵达吉达后的第三天，全团人员又被邀请参加

了沙特阿拉伯王国检阅武装部队的典礼。典礼由国王亲自主持，受检阅的部队

有陆海空军……这次我们在朝觐期间受到的尊重与款待，表现出两个国家在亚

非会议期间所建立起来的联系与友谊正在发展。”②

在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以朝觐为重点，与沙特代表互换意见，并为中国

穆斯林争取到朝觐的权利，极大改善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部分阿

拉伯国家的认同和信任，也改变了沙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包尔汉在中共八大

上的发言中提到，中国穆斯林在朝觐时，“约旦宗教界最高首领之一谢以合—阿

·36·

①

②

所有电报内容均转引自马云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穆斯林朝觐纪实》，第 6 页。
龚清志:《麦加记游》，载《旅行家》1956 年第 5 期，第 50－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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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杜拉·喀里柯里对我们①说:‘蒋介石组织的朝觐团本来企图在这里造谣中伤

你们，但他们一开口就受到我们的严厉驳斥。我们回答他们说: ‘我们倾向中华

人民共和国，因为他们对我们采取友好态度，坚决支持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

归国有，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②1956 年，包尔汉带领 37 人朝

觐团前往麦加朝觐。团长包尔汉还应邀参加了作为最高宗教礼遇的洗天房活

动，并受到了沙特财政大臣的接见。

万隆会议开启了当代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路，是中国与亚非国家发展关系

的重要突破口，1955 年中国穆斯林朝觐代表团首次到达麦加并成功进行朝觐，为

中国此后十年的朝觐之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当时中国与沙特仅有的接

触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中国与沙特以朝觐为突破口进行了初步接触，但

这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沙特对“共产主义”的疑虑。

二、邓小平访美恢复中国穆斯林朝觐及中沙关系的发展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中叶，特别是文革期间，中国的民族宗教活动陷入困难

局面，沙特出于对中国大陆穆斯林宗教活动出现倒退的气愤以及对共产主义意

识形态的恐惧，停止向中国穆斯林发放朝觐签证。中国穆斯林的朝觐工作中断。
这一时期，沙特与台湾当局关系的发展更加密切。1963 年至 1964 年，沙特籍伊

斯兰世界联盟秘书长谢赫·穆罕默德·本·苏鲁尔·萨班( Sheikh Mohammed
bin Sorour Al-Sabban) 专程开展了为期 12 天的台湾参访活动，考察了台湾的军队

与经济建设情况。1964 年 4 月，由沙特农业部部长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台，双

方签订合作互助协议。同年 4 月，台湾派遣五人朝觐团赴沙特开展朝觐，该朝觐

团在沙特停留了一个月，其间拜访了时任沙特王储费萨尔亲王。这次朝觐增进

了沙特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双方对停止接纳中国大陆朝觐团的决定表达了高度

一致。③ 在 1971 年 10 月 25 日的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会议上，在就“恢复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在所有享有投票权

的阿拉伯国家中，只有沙特阿拉伯投了反对票。这足以证明沙特与台湾当局关

系的密切，也可以看出当时沙特对中国的敌意与抵触。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试图缓和与沙特的关系，通过在媒体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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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指中国朝觐团。
包尔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载《包尔汉选集》，北京: 民族出

版社 1989 年版，第 33 页。
China Yearbook 1964－1965，Taipei: China Publishing Company，1965，pp． 24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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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声明对阿拉伯国家利用“石油武器”维护自身利益的赞赏与肯定，希望已建交

的阿拉伯国家作为“中间人”，推动中国与沙特建立外交联系，而这一切并未打动

后者。即便在 70 年代中美关系缓和的大趋势下，沙特依然向美国表达过与中国

大陆保持距离的立场。时任沙特国王费萨尔在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交流时说道:

“不论其使用何种手段，共产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曾与美国政策密切相关的土耳

其、伊朗、科威特、菲律宾、希腊、意大利等国正与中国大陆建立联系……现在中

国正致力于使阿拉伯南部变为其在其他地区继续进行活动的跳板，我们需要美

国的帮助来遏制这股潮流并消除这种不受欢迎的影响。我们已经帮助也门消除

了共产主义的影响。”①由此可见，当时的沙特仍未抛弃敌视“共产主义”中国的

意识形态偏见。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在苏攻美守的态势

下，中美苏“大三角”的演变促进中美关系进入了一段蜜月期。1979 年元旦中美

正式建交，2 月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11 月沙特爆发麦加大清真寺被占事件，年

末苏联入侵阿富汗。国际关系加速分化重组，宗教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登堂入

室”的时代真正到来。沙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利益与外交关系，中沙关系

进入一个短暂的缓和期。

与此同时，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形势在逐渐好转，宗教政策逐步

落实。伴随 1978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 年 1 月邓小平访美时，向美国提出了渴望改善与沙特的

关系的愿望，请美国向沙特转达。据美国国家档案的记载，在 1 月 29 日下午的谈

话中，卡特问邓小平是否会与以色列建立任何形式的交流，邓小平明确表示了拒

绝，回答“如果我们同意，那我们就不能开展任何工作了”②。紧接着卡特问道与

沙特阿拉伯是否是同样的状况，邓小平回答: “不，沙特阿拉伯是不同的，是沙特

阿拉伯不想与我们有任何联系。但如果你们愿意做一些促进工作，我们会非常

感激。沙特阿拉伯说他们不想与无神论的国家建立外交联系。”③这说明在改善

与沙特关系时，中国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沙特则因意识形态而维持着对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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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in Foreign Ｒ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 －
1976， Vol． XXIV: Middle East Ｒegion and Arabian Peninsula， 1969－1972; Jordan，September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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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的偏见。卡特总统认为，“邓小平看起来对改善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甚有兴

趣，并再次强调这个问题的宗教因素。他说中国可能有多达 700 万穆斯林，并且

他的政府并不干预他们的信仰。当我问到这些信徒是否允许前往麦加旅行的时

候，他说不行，但也说道，如果这种旅行有重大意义的话，该政策可以改变。后来

我们将此信息传递给沙特领导人。”①

伴随国内宗教形势的好转，中国政府恢复派遣中国大陆穆斯林前往沙特朝

觐，与沙特建立外交关系之事被提上日程。中国寻求第三国家的帮助请求其代

为转达中方对沙特的态度，对此起到主要作用的三个国家是美国、科威特和北也

门。在寻求已建立外交关系阿拉伯国家的帮助方面，科威特扮演了重要角色。

事实上，早在 1978 年，中国就在为恢复朝觐而展开努力。北也门也向沙特转达了

中国穆斯林的真实生活状况。“7 月 15 日至 8 月 3 日，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穆夫提

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扎巴拉携夫人和儿子应邀访华。访问期间，扎巴拉

一行在中国伊协副秘书长刘克凡陪同下，访问了上海、杭州、桂林、广州、北京等

城市，并受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的会见。”②扎巴拉看到中国清真寺重新

开放，对中国穆斯林周五进入清真寺礼拜的场景颇感欣慰，并帮忙转达中国穆斯

林想要重启朝觐的意愿。1979 年 5 月，中国驻科威特大使丁浩在接受科威特《政

治报》( Al-Seyassah) 采访中明确表示: “尽管北京与利雅得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结

构等方面有本质的不同，但中国渴望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③这

是中国首次在公开场合发表与沙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声明。中国想要通过说

服沙特，进而借用沙特在海湾地区的影响作用，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进行交流。然

而，科威特并没有成功地说服沙特。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宗教自由政策得到了

进一步明确和巩固。1979 年 10 月 17 日，《人民日报》发表《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署名文章，指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党和国家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

和长期政策。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与沙特关系进入缓和期，经过美国和科威特、北也门等

阿拉伯国家的调解，沙特在邓小平访美的当年最终同意向中国大陆朝觐团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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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Jimmy Carter，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New York: Bantam Books，1982，

p． 207．
《1978 年大事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http: / /www ．chinaislam．net．cn /about /xhgk /dashiji /

201208 / 17－2907．html，登录时间: 2020 年 2 月 1 日。
Al-Seyassah，May 2，1979，转引自 Abdulwahab Abdulrahman Aborhmah，From Ideological

Antagonism to  Strategic Partnership  : Saudi-Chinese Ｒelationships ( 1949 － 2006 )， Doctoral
Dissertation，Durham University，2010，p．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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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觐签证。据中国伊协记载，“1979 年，以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东四清真寺阿訇

安士伟为团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伊协副主任张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战部

部长买买提明·托合提为副团长的中国穆斯林朝觐团 16 人赴沙特麦加朝觐。

这是自 1965～1978 年，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宗教活动 10 年后首次恢复朝觐活

动”①。

据 1979 年中国朝觐团团长安士伟大阿訇记载，此次朝觐受到了伊斯兰世界

联盟的盛情接待。“联盟秘书长穆罕默德·阿里·哈尔卡尼长老几次会见了我

们。联盟副秘书长穆罕默德·萨富瓦·艾敏长老特到住地来看望我们。中国伊

斯兰教协会张杰副主任向他们介绍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穆斯林的生活和

宗教活动情况。萨富瓦长老对我们说:‘伊斯兰世界联盟热烈欢迎中国穆斯林兄

弟来圣地朝觐。我们十分珍视同中国穆斯林的友谊，愿意加强同他们的联系。’

他还说:‘我们认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是世界伊斯兰教组织的一个成员。我们高

兴地知道，这几年来中国国内的宗教生活得到了恢复，穆斯林情况有了改善，希

望中国伊协能更好地为中国穆斯林服务，并为加强中国穆斯林同各国穆斯林的

友好联系做出应有的贡献。’”②

1979 年中国穆斯林朝觐步入正轨，也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大陆穆斯林朝

觐规模不断扩大、朝觐组织的有序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

相关国际组织的密切交往奠定了条件。1980 年，中国朝觐团拜见哈立德国王，并

代表中国穆斯林向国王陛下致贺，多次走访伊斯兰世界联盟，还与台湾穆斯林同

胞进行了交流。③ 1981 年，伊斯兰世界联盟代表团一行七人接受中国伊协邀请

对中国进行了考察访问，其中沙特籍代表团团长、伊斯兰世界联盟《古兰经》出版

委员会主席艾哈迈德·萨里哈·加姆朱姆写道:“此次历史性访问的目的是为了

获得关于穆斯林群体在中国的一手生活状况，并在更广泛的伊斯兰合作框架下，

为我们在远处的兄弟提供尽可能的道德和物质帮助。”④在对北京、新疆、杭州等

地进行实地观摩后，他们看到中国的清真寺正常开放，穆斯林每周五进行礼拜，

中国的宗教政策得到了贯彻和落实。代表团建议伊斯兰世界联盟应与沙特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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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1979 年大事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http: / /www ．chinaislam．net．cn /about /xhgk /dashiji /
201208 /17－2908．html，登录时间: 2020 年 2 月 1 日。

哈吉·萨利赫·安士伟:《朝觐归来》，载《今日中国( 中文版) 》1980 年第 2 期，第 76 页。
参见李华英:《麦加纪行》，载《阿拉伯世界》1981 年第 5 期，第 108－110 页。
Ahmad Salah Jamjoom，“Notes of a Visit to Mainland China，”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Vol． 6，No． 1，1985，p．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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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大学进行接洽，以为中国穆斯林学生进入这些大学作出必要的安排。① 艾哈

迈德总结道:“伊斯兰世界联盟应该提名中国伊协成为大会的永久成员……我们

还建议伊斯兰世界联盟与伊斯兰教协会着手解决为中国穆斯林朝觐提供设施的

问题。协会应该与中国政府协商来促进朝觐之旅。这些朝觐者应该由沙特阿拉

伯王国驻卡拉奇领事馆签发朝觐签证。我们也建议伊斯兰世界联盟每年为朝觐

提供资助以此来扩大中国穆斯林群体的领导者。”②由此可见，作为中国与伊斯兰

世界的纽带，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事务又一次促进了中国与沙特的非官方交往。
1983 年 5 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

立三十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中称，“过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各地方伊斯兰教协

会，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恢复和开放清真

寺……组织朝觐”，希望中国伊协“进一步开展国际友好往来……我国的伊斯兰

教界要加强同各国伊斯兰教界人士的相互访问和友好往来，开展宗教学术文化

交流。这对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反对霸

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都有重要的意义”。③ 国家的支持促进了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穆斯林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此后，中国与沙特也逐渐在经济贸易及军事

等领域有了合作联系。

三、中沙建交以来两国在朝觐管理上的积极合作

自 1990 年 7 月 21 日中沙正式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步入正常轨道，合

作领域从经贸向政治领域扩展，从非正式接触到国家间的正式交往转变。1999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沙

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沙。2006 年 1 月，时任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沙建交以来沙特国王首次访华。2006 年 4 月，时任中国国

家主席胡锦涛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2008 年 6 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沙

特进行正式访问，此访见证了《中国和沙特关于加强合作与战略性友好关系的联

合声明》的签署。2009 年 2 月，胡锦涛主席再次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作为中沙

关系中的重要领域，尽管朝觐在中沙关系中的比重大幅下降，但其重要性却没有

丝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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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Ahmad Salah Jamjoom，“Notes of a Visit to Mainland China，”p． 218．
Ibid．
习仲勋:《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载《习仲勋文选》，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6－3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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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沙建交时，中国的经济已取得长足发展。随着中国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和

经济发展，国家的外汇储备水平和穆斯林聚居区的经济水平均实现了较大幅度

的提升，中国穆斯林开展朝觐的经济条件有了明显改善。除此之外，中国穆斯林

无需绕道巴基斯坦获取朝觐签证，而是直接在国内进行申请。这也带来了中国

穆斯林朝觐线路的改变，无需绕道他国而是直接从国内出发奔赴沙特开展朝觐。

以上因素促进了中国穆斯林朝觐意愿的大幅提升和朝觐人数的增长，但相对有

限的朝觐名额与具有朝觐意愿的穆斯林人群绝对数量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游

离于合法的有组织朝觐之外的非法“零散朝觐”现象开始出现。事实上，朝觐名

额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稀缺资源，“朝觐难”是包括沙特在内的穆斯林人口大国共

同面临的难题，各国合法朝觐活动之外都存在着层出不穷的非法朝觐问题。朝

觐是全球最大的年度性跨国人口流动，也是全球穆斯林最大的年度性聚集活动，

保障其平稳、有序开展至关重要。因此，沙特力保朝觐活动的安全性、规范性、有
序性，并加大力度依法打击非法朝觐，切实维护全球穆斯林的朝觐利益。沙特大

力打击非法朝觐与中国打击“零散朝觐”成为中沙在朝觐管理上的共识，“零散朝

觐”事实上就是沙特所定性的非法朝觐。
( 一) 沙特对“非法朝觐”的界定及打击措施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沙特开始制定严格的朝觐申请制度并在此后不断完

善。申请履行朝觐功课的穆斯林需要取得朝觐许可。“朝觐‘许可证’服务在该

系统中为朝觐车队提供规定和注册; 它允许已注册的车队通过电子方式签发朝

觐许可证，并使监管者可对已签发的许可证进行核实; 此外，这项服务还能够为

政府车队签发朝觐许可证。① 没有得到许可证的朝觐一律被称为“未获许可的朝

觐”( hajj bidun tasrih) ，也就是“非法朝觐”。

由于朝觐对穆斯林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因此许多穆斯林在履行完第一次

朝觐功课后，试图再次甚至多次前往麦加进行朝觐，即履行“余功”。沙特实行严

格的签证制度，审批程序复杂，耗时较多，其签证种类主要分为朝觐签证、访问签

证和工作签证三种。② 由于各种原因，部分没有机会获得朝觐签证的穆斯林选择

铤而走险申请其他类型签证，在入境沙特后千方百计地前往麦加地区，部分没有

获得朝觐许可的沙特境内的穆斯林也会加入非法朝觐活动的行列。

为限制每年无组织、无序化的多次朝觐，同时给有条件却从未履行朝觐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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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Hajj Permit Service，”Saudi Ministry of Interior，https: / /www ．moi．gov．sa /wps /vanityurl /
ar /hajj，登录时间: 2020 年 2 月 1 日。

《中国公民赴沙特须知》，中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2015 年 3 月 21 日，http: / /www ．
china embassy．org．sa /chn /stgk / t189333．htm，登录时间: 2020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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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穆斯林机会进行朝觐，避免大量重复朝觐产生的混乱与盲从现象，沙特不断加

大力度打击非法朝觐，其主要措施有: 制定法律限制每名哈吉( 伊斯兰对曾经朝

觐过的穆斯林的称谓) 五年内只允许一次朝觐活动; 对于非法朝觐，沙特内政部

采取了监禁与罚款的形式进行处罚: 对于非法组织朝觐的运输者关押 15 天，并

且运送一名哈吉罚款 1 万里亚尔; 对于两次进行非法组织朝觐的运输者关押两

个月，运送一名哈吉罚款 2．5 万里亚尔; 对于组织两次以上的非法朝觐运输者关

押 6 个月，运送一名哈吉罚款 5 万里亚尔; 对于非法朝觐的组织团体，非法朝觐人

数越多，罚金越多，对于每名违反朝觐规定的来访者实行遣返并根据规定一段时

间内禁止入境沙特。①

( 二) 中沙在朝觐管理上的合作

全球穆斯林人口高速增长和地区国别分布日益广泛，使得穆斯林朝觐的需

求剧增。面对全球绝对数量庞大的潜在朝觐者，同时为平衡各国的朝觐名额分

配并提振非伊斯兰国家穆斯林的朝觐权益，再加上沙特朝觐产品供给能力相对

有限，沙特不得不严格控制朝觐总人数，限制重复朝觐，打击包括沙特本国公民

在内的全世界非法朝觐者。非法朝觐严重破坏了世界各国出入境制度，对于沙

特及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卫生安全等均造成了重大威胁。中沙两

国在打击非法朝觐、维护全球朝觐秩序上共识颇多，平稳、有序、高效的中国朝觐

管理方案日益得到沙特方面的重视。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朝觐高度重视，使沙特充分认识到中国积极维护本国

穆斯林的朝觐利益，因而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差异来理解中国的朝觐管理，并把双

方打击非法朝觐的合作置于全球朝觐治理的大背景下，任何国家穆斯林的非法

朝觐活动必然侵犯合法朝觐者的权益而受到惩戒。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主要业务和工作任务之一，便是组织朝觐活动，提供相

应服务，并下设专门的朝觐工作办公室分管相关工作。② 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

伊斯兰教协会为朝觐工作有序化、有组织地进行，与沙特一起做出了巨大努力。
2006 年 5 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沙特朝觐部达成协议，规定将中国朝觐者纳入

统一组织的渠道，沙方停止为中国零散朝觐者发放签证，中国还从该年度开始统

一组织副朝③活动。2006 年 8 月，大批中国“零散朝觐”人员在巴基斯坦向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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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无许可不朝觐: 对所有穆斯林的规定》( 阿拉伯文) ，载《利雅得报》2015 年 9 月 18 日。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简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http: / /www ． chinaislam． net． cn /about /

xhgk /about1 32．html，登录时间: 2020 年 2 月 1 日。
“副朝”是“副朝觐”的简称，又称“小朝觐”，是相对于伊斯兰教“五功”之一“朝觐”( 又称

“正朝觐”“大朝觐”) 而言，副朝并非伊斯兰教的义务性功课，也没有特定的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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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巴使馆强行申请副朝觐签证，沙特方面按照中沙之间的协议拒绝发放副朝签

证。中沙方面在化解危机方面通力合作，中国紧急向沙特申请增加朝觐名额，并

保证将返回国内的符合条件的人员纳入当年统一组织的朝觐团。针对一些“零

散朝觐”人员在巴基斯坦的静坐与示威，中沙经过协商，同意为滞留巴基斯坦的

“零散朝觐”人员发放副朝签证，但强调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安排，是沙特方面

最后一次在巴基斯坦为中国穆斯林发放副朝签证。此外，中沙方面还共同强调

和要求，中国穆斯林只能在沙特驻华使馆申请朝觐和副朝签证。①

中国高度重视朝觐人员的安全问题。2006 年 1 月，沙特麦加朝觐踩踏事故

造成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重大人员伤亡，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示我有关

部门及中国驻沙特使、领馆采取措施，救助我受伤人员，妥善处理善后事宜”②。

中国不仅高度关注合法渠道派出的中国朝觐团成员的安全问题，对于沙特境内

的中国“零散朝觐”人员的安全也高度关注。如 2015 年朝觐造成人员踩踏事故，

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指出: “中国朝觐团 14，500 多名朝觐人员均已取

得联系，未发现人员伤亡。朝觐人员已完成朝觐，将于近期陆续回国。目前已

收 到 4 例 中 国 零 散 朝 觐 人 员 遇 难 报 告，驻 沙 特 使 领 馆 正 抓 紧 核 实 并 协 助

善后。”③

正是由于中沙建交以后双方在朝觐领域不断凝聚共识且达成相互谅解，双

方在包括朝觐交流在内的全方位交往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进一步促进了双边关

系的发展。2008 年 6 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时任沙特王储苏尔坦亲

王签署了《中国和沙特关于加强合作与战略性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

出:“应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不同文明应通过对话和交流相互借鉴，平等相待”，

“双方将继续加强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与沙特朝觐部在朝觐、副朝事务领域的

合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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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国家宗教局就沙特给我滞巴朝觐者发签证发表谈话》，载《人民日报》2006 年 10 月 4
日，第 2 版。

《胡锦涛就沙特踩踏事件致电慰问阿卜杜拉国王》，载《人民日报》2006 年 1 月 14 日，第

1 版。
《外交部就沙特麦加朝觐者踩踏事件造成中国公民伤亡的最新情况和中方所做工作等答

问》，中国中央 人 民 政 府，2015 年 9 月 28 日，http: / /www ． gov． cn /xinwen /2015 － 09 /28 /content _
2939985．htm，登录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加强合作与战略性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中

国商务部，2008 年 6 月 21 日，http: / /history．mofcom．gov．cn /?datum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沙特阿拉

伯王国关于加强合作与，登录时间: 2020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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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的朝觐与中沙战略对接

对于中沙关系而言，2016 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中沙双方不仅将战

略性友好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沙特也在此后推出“2030 愿景”，这

成为其“向东看”并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战略对接的重要制度保障。不论

是习近平主席访沙发表的署名文章，还是中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抑

或是“2030 愿景”，都提及中沙之间的朝觐合作和宗教交流。由此可见，朝觐在新

时期中沙关系的发展中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中国领导人与沙特国王及王储之间

的密切互动，更是对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2016 年 1 月习近平主

席访问沙特，2017 年 3 月沙特国王萨勒曼访华。2019 年 2 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访华，这一系列高层互访都对推动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2016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他在《利雅得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做

共同发展的好伙伴》中指出，“中国明代穆斯林航海家郑和远航吉达、麦加、麦地

那等地，盛赞所到之处‘民风和美’，‘诚为极乐世界’。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交

流互鉴，在人类文明交往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中国公司在圣城麦加铺设的

轻轨项目位来自全球的穆斯林朝觐者提供了便捷服务。中国公司开发朝觐通信

保障方案，连续多年确保了朝觐期间通信畅通”①。在习近平主席和萨勒曼国王

的共同见证下，中沙发表《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沙特“2030 愿

景”中对自己的定位之一是“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核心，代表了伊斯兰教的心

脏”，“作为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核心领导角色是本国未来发展的基石”，明确

提出要“致力于服务朝觐者”，至 2030 年“把本国接待朝觐者的年客容量从 800

万人增加至 3，000 万人”; 提供并进一步完善多样化的朝觐服务，“将修建更多的

博物馆，名胜古迹，与文化场馆，以充实朝觐者的朝觐体验”。②

事实上，因朝觐经济能够提供远超石油产业的就业岗位，沙特更加重视提升

朝觐业和开放旅游业在沙特经济转型中的特殊作用。因此，沙特在严厉打击非

法朝觐上的力度不断加强。沙特护照总局发布决定，通过季节性的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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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在沙特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新华网，2016 年 1 月 18 日，http: / /www ．xinhuanet．
com /world / 2016－01 /18 /c_1117812832．htm，登录时间: 2019 年 12 月 30 日。

Kingdom of Saudi Arabia，“Vision 2030 Kingdom of Saudi Arabia，”Vision 2030，April
2016，https: / /www ．vision2030．gov．sa /sites /default / files / report /Saudi_Vision2030_EN_2017．pdf，登

录时间: 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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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加城入口处，禁止没有许可证的本国公民和外籍人士运送朝觐者。对违反

者的处罚包括监禁、罚金，对触犯法律的外籍人士驱逐出境并没收违法活动使用

的交通工具。①

近年来，由于朝觐中的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和卫生安全等方面的威胁不断涌

现，沙特在朝觐管理上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有别于其他国家纯市

场模式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模式的朝觐人员选派中国模式，②日益得到沙特的理

解与认可。中国与沙特政府及伊斯兰机构建立了良好的朝觐合作机制，中国的

有组织朝觐管理模式赢得了沙特方面的充分肯定。与许多国家通过市场化的朝

觐旅行社组织朝觐不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国家宗教局的指导下，其领导作用

贯穿朝觐管理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朝觐活动具体细节的全过程。中国朝觐团配有

300 多名工作人员为朝觐者安排一切，包括申请签证和预订航班，其中一些工作

人员甚至提前赴沙特安排酒店、餐饮和大巴等事务。③ 除此之外，中国伊斯兰教

协会还加强与沙特朝觐部之间的机制性互动，就中国穆斯林朝觐相关问题进行

频繁互沟通，并在访沙期间拜访朝觐服务部门。2018 年 12 月，中国伊协五人代

表团前往沙特展开为期 10 天的工作访问。阿地里江副会长与沙特朝觐部副大

臣穆沙图博士举行了正式会谈，“向沙方重申了我国有组织、有计划朝觐政策，感

谢朝觐部为我朝觐人员提供的便利和方便”。穆沙图博士“对近年来中国朝觐组

织服务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朝觐工作团朝觐组织服务能力稳步提升，组

织管理服务水平已经成为其它国家的楷模。同沙方向导、服务机构的合作关系

不断巩固和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赢得沙特政府和各国朝觐工作组织的赞

赏，中沙两国已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希望两国在朝觐事务方面也要进一步加深

合作，进一步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朝觐事务的合作”④。

中国朝觐团高度重视中国朝觐者的安全问题。为此，朝觐总团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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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Passport Directorate Issues ( 38 )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Against Hajj Ｒegulation
Violators，”Saudi Press Agency，August 21，2018，https: / /www ． spa． gov． sa /viewstory． php? lang =
en＆newsid= 18006 41，登录时间: 2020 年 1 月 2 日。

有的国家要么是纯市场模式，如很多国家是纯市场化的朝觐旅行社，这在西方国家很普

遍; 有的国家将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如有的国家政府拿走一定比例名额并通过特定的机制分配，再

留给市场一定比例名额，由相关机构和旅行社投入市场。中国的朝觐选拔是完全非商业化且高效

的，“有组织、有计划”朝觐模式在安全上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Li Qian，“Chinese Government Goes to Great Lengths to Help Muslims Go on the Hajj，”

Global Times，August 14，2017，p． 12．
陈玉龙:《2019 年朝觐事务代表团访问沙特》，中国伊斯兰教协会，2018 年 12 月 27 日，

http: / /www ．chinaislam． net． cn /cms /news /xhxw /201812 /27 － 12927． html，登 录 时 间: 2020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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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麦加警方联系，加强中国朝觐团的安保工作。比如在 2018 年朝觐管理中，中国

朝觐工作总团副团长李革于 7 月 9 日拜会麦加警察局代理局长萨阿德·扎赫拉

尼，萨阿德强调，“今年将一如既往地为中国朝觐人员提供安全保障，继续在朝觐

团驻地区域保持警力巡逻”①。朝觐正式开始后，8 月 8 日，中国朝觐工作总团团

长马中平，副团长李革、陈玉龙等主要领导再度前往沙特麦加警察局，通报了中

国朝觐人员遇到和面临的安全问题，要求麦加警方多关注。麦加警察局局长法

赫德·欧塞米强调，“中国朝觐组织管理措施到位，朝觐人员遵守沙特规定，是最

好的朝觐团队。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朝觐工作总团交流，建立密切联系机制，及

时帮助解决中国朝觐人员遇到的问题”②。
2020 年 2 月，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态势愈发明显，中沙都受到了疫情的巨

大影响，沙特作为两大圣城所在地更是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尽管沙特长期以来

在朝觐期间应对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 SAＲS ) 和中东呼吸综合征( MEＲS ) 上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良好的成绩，但此次新冠疫情仍对沙特构成了前所未有

的巨大挑战。2 月 27 日，沙特暂停向境外人士发放副朝觐签证。3 月 4 日，沙特

内政部宣布暂停本国国民和境内外籍居民前往麦加开展副朝觐。沙特因新冠疫

情而暂停副朝觐的举措是根据全球疫情发展而确定的，并不违背伊斯兰教义，因

为副朝觐并非义务性功课。3 月 22 日，沙特卫生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宣布，该国

新增 119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麦加的 72 例皆为土耳其公民。③ 圣城麦加

的严峻疫情形势将对沙特抗疫造成极大压力。中国在向沙特介绍抗疫经验的基

础上，基于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考量，于 4 月 15 日向沙特派出医疗队。中国

赴沙医疗队由国家卫健委组建，宁夏卫健委选派。医疗队涉及实验室、传染病、

重症呼吸等领域的专家，5 月 2 日，中国医疗队返回宁夏。对于中沙而言，2020 年

7 月底的朝觐则是一场“大考”。沙特在暂停副朝觐上有着完全的主动权，但在

朝觐上却囿于其作为“五功”之一而无法主动取消或暂停。中沙在 2006 年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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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丹:《总团与麦加警察局协商加强我朝觐团安保工作》，中国伊斯兰教协会，2018 年 7
月 20 日，http: / /www ．chinaislam．net．cn /cms /zjsw /news /abroad /201807 /20－12414．html，登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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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在 2008 年《中国和沙特关于加强合作与战略性友好关

系的联合声明》中重申将继续落实该备忘录，而朝觐卫生合作一直是中沙卫生合

作的重点领域，此次中沙抗疫合作对于沙特积极应对 2020 年朝觐具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

五、结语

以朝觐为开端的中国与沙特关系走过了 65 年，其间虽有 1965 年至 1978 年

间中国大陆穆斯林朝觐的停顿，但自 1979 年中方恢复派出朝觐团以来，中沙朝觐

交往一直延续至今。中国在 1955 年和 1979 年两度通过国家主要领导人亲自推

动向沙特派出中国朝觐团，反映了中国政府较早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寻求发展

与不同意识形态亚非国家的关系，尤其是较早关注到宗教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的

独特作用。1990 年中沙建交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新起点，宗教交往成为中沙全方

位交往中的特殊一环。2008 年，中沙建立战略性友好关系。2016 年 1 月，在习近

平主席和萨勒曼国王的推动下，中沙宣布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声

明》指出:“反对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或教派挂钩”;“中方赞赏沙方积极促进不

同文明和宗教间的对话与交流。双方愿本着包容互鉴的精神共同维护文明多样

性。”①中沙双方在宗教与人文方面的共识也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必然对中沙今后在朝觐管理方面加强合作与增进理解起到重要促进

作用。相较于当前中沙之间其他诸多“气势恢宏”的合作领域，朝觐算不上“显山

露水”，但中沙朝觐关系的良性发展事关两国关系的全局，这在中沙关系的不同

阶段均已得到证明。

( 责任编辑: 赵 军 责任校对: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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